
第 ２５ 卷　 第 ３ 期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冈仁波齐》 ： 一种审美静观与文化想象①

田亦洲　 普泽南

摘　 要： 作为 ２０１７ 年最具影响力的国产电影之一， 《冈仁波齐》 取得的市场突破引人瞩目， 其美学与

文化上的价值和启示更不能忽略。 在美学层面， 该片实现了电影创作的一种审美静观， 并具体呈现为距离

感、 仪式感的纪实性影像与反冲突、 反高潮的纯客观叙事。 在文化层面， 该片承载了社会大众的一种文化

想象， 这既体现在对现实困境的精神修复， 也反映于对社会阶层的身份想象。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冈仁

波齐》 不只作为一部电影作品， 更加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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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仁波齐》 是一部由中国第六代导演张杨执导的少数民族艺术电影。 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藏历马年， 正值神山冈仁波齐百年一遇的本命年。 １１ 位藏民从位于西藏东南部的芒康县普拉村出发，
踏上了历时一年、 长达 ２５００ 多公里去往冈仁波齐的朝圣之路。 这支队伍里有为父了愿的掌舵人、 即将

临盆的孕妇、 行将就木的老人、 自幼残疾的少年、 一贫如洗的屠夫、 懵懂烂漫的小女孩， 他们无比虔

诚， 又都怀揣希望。 途中， 他们见证了婴儿的降生， 也承受着老人的离世， 虽偶有波澜起伏， 但始终

平静如一， 以一个春夏秋冬的轮回， 默默实践着他们的信仰。
这部被贴有风格化、 小众化、 精英化等标签的少数民族艺术电影， 最终以超过 １ 亿元的票房， 创造

了此前同类题材电影难以想象的奇迹。 该片在实现艺术电影的市场突破的同时， 也得到了业界、 学界

以及观众的广泛肯定与赞誉， 成为 ２０１７ 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国产电影之一。
本文尝试从美学与文化的角度切入， 对影片 《冈仁波齐》 进行个案研究， 对其在影像与叙事上的

静观美学追求， 及其观影热潮表象下所潜隐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症候， 分别予以透视和分析， 力图在考

察其本体特征的同时， 兼顾其在传播、 接受等方面的文化意义。

一、 审美静观

一直以来， “审美静观” 都是中西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 所谓 “静观”， 也被定义为一种

去功利性的、 排除外在欲念的审美态度。
影片 《冈仁波齐》 讲述的是关于宗教朝圣的故事， 佛教修行讲求人生所在之处皆为道场， 真实的

生活就是人修行历练的地方， 用静观的方式表现藏民最为本真的日常生活、 笃定的朝圣心念， 无疑是

① “中国影视年度蓝皮书” 项目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 自 ２０１８ 年起持续

进行， 由北大陈旭光、 浙大范志忠两位教授总负责。 蓝皮书以上一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影视作品为个案， 以点带面， 以典型见一

般， 深入剖析年度中国影视业的发展、 成就、 问题、 症结与未来趋向， 力图为中国影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类似于 “哈佛案

例” 那样的蓝本。 ２０１７ 年度最具影响力十大影视作品由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为代表的大学生先行投票选出入围名单， 再由 ５０ 位

重量级的影视界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团评选得出。 每一部入选作品都汇集专家学者和博士、 博士后们在创意、 剧作、 叙事、 类型、
文化、 营销、 产业等方面的深入剖析， 编成 “２０１８ 中国影视年度蓝皮书”， 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本刊将从 ２０１８ 年始， 跟踪、 刊

发蓝皮书项目研究成果。 本期 “影视美学” 栏目的前两篇文章， 就是从入选作品三万多字的项目原创成果中重新整理归纳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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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主旨极为契合的拍摄策略。 具体而言， “纪录片式” 的观察视点为其营造了仪式的氛围， “去戏剧

化” 的叙事技巧则为其赋予了冷静的气质。
　 　 （一） 具距离感、 仪式感的纪实性影像

影片 《冈仁波齐》 的影像颇具风格， 创作者通过 “纪录片式” 的外观呈现， 创造出一种审美静观

的距离感和仪式感， 亦与其宗教内核彼此呼应。
瓦尔特·本雅明 （Ｗａｌｔｅｒ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曾在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中指出， 艺术作品起源于巫

术、 宗教仪式等仪式服务， 作为艺术本真价值的 “灵晕” （ ａｕｒａ） 便 “植根于仪式之中”， 由于 “不可

接近性确实是受崇拜的形象的一种主要品质”， 因而本雅明也将 “灵晕” 定义为 “一种距离的独特现

象， 不管这距离是多么近”。［１］进而， 艺术作品与表现对象之间保持一定的 “距离”， 也成为其获得 “灵

晕”、 实现一种仪式性静观的关键性前提。
影片 《冈仁波齐》 的审美静观正是建立于对 “距离” 的把握之上， 这也具体体现在 “镜头的距

离” 与 “文化的距离” 两个方面。
在镜头方面， 为了营造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建立起一种不打扰、 不介入的 “观察者” 视点， 影片

“采用的是一比一点八五的画幅比例， 这样更接近人眼的视域范围。 整个影片也是以长镜头和固定镜头

为主， 景别尽量用全景。 需要镜头动起来的时候， 也只是跟随着演员动作尽量缓慢摇移” ［２］ 。 在表现藏

地风貌时， 影片多采用远景镜头和广角镜头。 在影片开端， 镜头就将山脚下的普拉村包纳其中， 随后

在展示条条藏地公路、 种种山脉风景时， 亦是如此。 在远景、 广角镜头的作用下， “距离感” 也油然而

生。 在表现朝圣群像时， 影片多选取中全景别与中长焦段的镜头。 中全景镜头不仅可将人物磕长头的

动作完整地展现出来， 以凸显朝圣行为的仪式感， 而且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 也不至于因画面信息

过多而忽略了每个藏民的个体性。 事实上， 中长焦镜头并非纪录片拍摄惯常的选择， 这也透露出导演

剧情片的创作倾向。 对于该片而言， 中长焦镜头营造出浅景深的效果， 在产生显著电影质感的同时，
更加突出了镜头中人物的个体特征， 而非一味强调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表现室内场景时， 影片则

追求一种借助镜头运动完成场面调度的拍摄方式。 无论是在出发前的房间中， 还是在旅途中的帐篷里，
影片均采用镜头的缓慢摇移与焦点运动来组织群像的场面调度， 时而辅以人物位置的主动变化， 这显

然比固定机位长镜头的处理方式要灵活、 自如许多。
在文化方面， 影片则采取了一种去身份化的策略以营造 “距离感”。 该片的制作团队虽以汉族主创

为主， 却并不因此而呈现出以往同类少数民族电影的 “他者化” 与 “猎奇式” 特征。 如果说 “十七

年” 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强调一种 “国家立场”， 第四代、 第五代导演的少数民族电影侧重一种 “个体

体验”， 两者在对待少数民族文化时均带有明显的主观化、 他者化倾向， 那么， 《冈仁波齐》 则追求建

构一种去立场化、 去身份化的 “观察视点”， 作为一个 “观察者” 对表现对象予以客观静观。
同时， 创作者并没有以一种猎奇的眼光来看待西藏地区自然、 人文风貌， 进而对其加以强化甚至渲

染， 而是侧重于展现藏民日常生活的本真质感。 毕竟， 正如米尔希·埃利亚德 （Ｍｉｒｃｅａ Ｅｌｉａｄｅ） 所说，
“对于仍具古风色彩的社会中的人来说， 在这个世界中生活这件特定的事实就具有一种宗教价值。 因

为， 他生活于一个由超自然存在者创造的世界中， 在这个世界中， 他的住宅和村庄是这个宇宙的表

象” ［３］ 。 在其生活本身便已充盈着宗教仪式感的情况下， 镜头只需客观地记录藏民平时务农、 作息的点

点滴滴以及作为其日常生活之组成部分的朝圣， 就已足够。 即使是在表现极具奇幻色彩的高原地貌时，
影片也有意识地打破了奇观与叙事之间的二元对立， 或以地表植被的变换透露出四季的交替， 或以自

然景观更迭暗示着空间的流动， 使之与影片叙事和谐相融。
（二） 呈反冲突、 反高潮的纯客观叙事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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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冈仁波齐》 的故事相对简单， 情节甚至略显单调； 但这并不代表其叙事毫无特色。 相反，
该片不仅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中融合了公路电影的类型化叙事， 并且， 其反冲突、 反高潮的纯客观叙事

特征， 亦成为审美静观之无功利性在叙事层面的具体化呈现。
显然， 一辆车 （拖拉机）、 一群人 （藏地村民）、 一条路 （３１８ 国道） 以及一段旅程 （朝圣之旅）

的基本元素设定， 使影片 《冈仁波齐》 具备了公路电影的基本外观； 但正如李彬界定的那样， “ ‘公路

电影’ 本身是一个空间概念， ‘公路’ 是一个形态， 可以承载多种类型表现形式” ［４］ ， 在公路片、 “治

愈式” 旅途片、 公路惊悚片等多种公路电影的具体类型中， 相比于完全紧扣好莱坞经典叙事的 “治愈

式” 旅途片， 《冈仁波齐》 明显更接近于反经典叙事的公路片。
整体上， 该片的 “插曲式” 叙事结构与公路片十分类似。 该片只留下一条朝圣的故事主线， 普拉

村、 拉萨与冈仁波齐山三个空间节点， 以及丁孜登达的出生和杨培老人的去世这 “一生一死” 的预设

情节， 力求用最平实的手法来讲述朝圣队伍的实际生活和朝圣旅途。 此外， 其他诸如 “请人喝茶” “借
住人家” “打工赚钱” “代人磕头” 等支线均以插曲的形式出现， 这些零散的段落互相间虽然不存在逻

辑关系， 但均因 “朝圣” 这一主线而被整合在一起， 每当插曲结束， 众人又重新回归 “路上”。
对于本应成为激烈冲突事件的 “车祸” 情节， 影片采取了 “反冲突” 的处理方式。 一方面， 在表

现车祸场面时， 影片只交代了结果 （拖拉机翻倒在路边）， 并无冲撞一刻的过程画面， 这就大大降低了

车祸事件本身强烈的视觉刺激性； 另一方面， 在车祸事后段落中， 朝圣队伍并没有因肇事车主的疏忽

而与其发生争执， 而是放弃追责， 让后者抓紧将伤员送往医院， 这在主题层面上可解释为朝圣众人经

受住了修行的考验， 但同时， 在叙事层面上也就将原本潜在的戏剧冲突消解于无形之中。 看似真实、
自然的状态， 实则也是人为的叙事技巧营造的一种效果。 随后， 众人拉着板车继续上路， 走一段， 停

下来， 回到起点处磕头， 磕头至板车处， 再走一段， 再停下来， 再磕头……在如此重复的动作中， 影

片的叙事再次回归平静。
在处理 “杨培去世” 这场戏及其前后段落时， 影片则呈现出 “反高潮” 的叙事特征。 尽管这是创

作者预先设计、 着重刻画的一场戏， 并且位于结尾之前的叙事高潮节点处， 但影片并不着意借题发挥，
依然保持了静观的状态， 既没有大力渲染人物在面对生死时大起大落的情绪， 也没有由此而继续展开

所谓升华、 救赎等意象性表达， 而是以众人一以贯之的磕头和念经结束了影片。
根据热拉尔·热奈特 （Ｇé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 在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一书中的分析， 可将叙事性文

本的视角归纳为三种形式： “一是全知式视角， 让·普荣称之为 ‘后视角’， 茨维坦·托多罗夫以 ‘叙
述者＞人物’ （叙述者比所有人物知道的都多） 的公式表示， 也就是热拉尔·热奈特所说的 ‘无聚焦’
或 ‘零聚焦’； 二是限制性视角， 即普荣的 ‘同视角’， 托多罗夫将之表述为 ‘叙述者 ＝人物’ （叙述

者与人物知道的情况相等）， 热奈特则称之为 ‘内聚焦’； 三是纯客观视角， 普荣称之为 ‘外视角’，
托多罗夫以 ‘叙述者＜人物’ （叙述者比人物知道的少） 的公式表示， 亦即热奈特的 ‘外聚焦’。” ［５］

影片对于反冲突、 反高潮技巧的选择， 实际反映了故事叙述者的一种抽离其中、 置身事外的叙事视

角， 即对应着热奈特意义上的 “外聚焦叙事”， 或所谓的 “纯客观” 叙事视角。 若将这一叙事视角置于

整个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历程中予以观照可知， 它既不同于 “十七年” 时期少数民族电影颇具意

识形态导向性的 “国家叙事”， 也有别于二十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电影充溢着主观情绪的 “个
体独语”， 而是以一种冷峻旁观的姿态记录着藏民们的日常生活与朝圣之旅， 并不涉及过多主观意识的

介入， 使影片在叙事层面亦具静观之美， 与上文影像层面的 “观察者” 视点可谓相得益彰。

二、 文化想象

静观不仅是创作者的一种审美态度， 也是接受者的一种鉴赏方式。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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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冈仁波齐》 的静观风格也影响了其接受效果， 该片在为受众提供一种有别于观看商业娱乐

片的特殊体验的同时， 更契合了受众的某种深层观影需求， 催生了其反照现实的文化想象。 因此， 相

比于 《冈仁波齐》 文本本身相对明确、 纯净的文化表达， 其观影热潮表象背后潜隐的社会现实与时代

症候， 或许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探讨。
（一） 现实困境的精神修复

近年来， 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现代个体的生存境遇也发生了极大

的改变， 都市生活虽然带来了高度丰盈的物质享受， 但同时却也模糊了人的内在精神的归属与所向，
因而信仰力的缺失与意义感的失落成为当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 所说： “发达工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 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 扩大对自然的征服， 不断

满足数目不断增多的人民的需要， 创造新的需求和才能。 但这些可能性的逐渐实现， 靠的是那些取消

这些可能性的解放潜力的手段和制度， 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手段， 而且也影响了目的。” ［６］ 尽管生

存的压力不再如此紧迫， 但人们却似乎很难从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中获得精神的满足， 找到存在的

意义。
某种程度上， 影片 《冈仁波齐》 的出现， 恰恰为大批身处如此现实境况中的现代个体， 指明了一

条针对其精神困境的有效出路。 在剥离影片的宗教外壳后， 其故事内核可简化为： 一群人为了信仰而

上路， 始终如一、 坚持不懈地向着理想前进。 这本身便内含一种积极、 正向的力量。 再从接受的角度

来看， 影片的拍摄手法和叙事策略都极易引起观众的代入感。 当观众安坐于黑暗的电影院中， 注意力

集中在发光的银幕上时， 纪实性影像将观众一同带入到一种 “观察者” 的状态之中， 这既成就了一种

美学鉴赏的氛围， 也类似于佛教所追求的在内心宁静不动的状态下观察世间万物、 审视自己的 “止观”
的禅定境界， 即 “作如是观”。 影片中朝圣的藏民形象不一， 性格各异， 只因各自的心愿、 烦恼、 疑

惑， 甚至是巧合， 而结缘一同踏上去往冈仁波齐的路。 观众身处自在的环境里对其予以静观， 实则就

是在观众生。 在 “止观” 的过程中， 片中的众行者化为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 亦是一个人不同的轮

回， 在无数世的人生中， 为男、 为女、 为少、 为老、 为妻、 为夫， 于是， 物与我的边界慢慢消失， 观看

朝圣的一行人， 也就是在观看着每一面的自己。 而这也正是不同年龄、 阶层、 经历的观众， 均能在影

片中看到自己、 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之一。
影片中的人物拥有各自的 “业障”， 现实中的观众亦心怀种种的 “缺失”， 因而观众又何尝不是走

在朝圣的路上。 在朝圣之路上， 影片中的人物无论是经历了落石、 积水、 车祸等意外， 还是见证了婴

儿降生、 老人离世等事件， 始终能够平静自若， 淡然处之， 一直坚定、 执着地磕着长头向着冈仁波齐

前进。 这无疑为同样面临着现实困境的普通大众提供了一种引导性力量： 一方面， 因片中人物的坚持

而倍受鼓舞， 种种裂隙与不满得以补足和释然； 另一方面， 在忙碌而不知所向的精神迷惘中， 获得一

种方向感与归属感。 因此， 与其像某些意见领袖或公众号所说， 因 《冈仁波齐》 而体验了一次 “灵魂

的净化”， 倒不如说因 《冈仁波齐》 而实现了一种 “精神的修复”。 正如沈卫荣所说， “雪域西藏成了

一个净治众生心灵之烦恼、 疗养有情精神之创伤的圣地。 在这有可能是人世间最后的一块净土上， 人

们可以寄托自己越来越脆弱的心灵， 实现前生今世所有未尝的夙愿。” ［７］

（二） 社会阶层的身份想象

与此同时， 影片 《冈仁波齐》 还在无意间迎合了当前大众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 即对 “生活方式”
的追求与想象。

显然， 该片的宣传营销团队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 《冈仁波齐》 一片中 “信仰” 这一营销点， 在众

筹平台 “一起出品” 发布的众筹视频的开头字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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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我们为 《大圣归来》 众筹梦想， 创下国产动画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并保持至今。
曾经， 我们为 《喜马拉雅天梯》 众筹勇气， 刷新人文纪录电影票房。
今天， 我们为 《冈仁波齐》 众筹信仰， 别人的朝圣， 我们的修行， 在前行的路上， 愿你

遇见更好的自己。
而且还进一步将其包装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 正如影片幕后特辑视频的结尾处以画外音的方式

说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确的， 但若干年后， 人们仍可以从这部影片里， 看

到有一个民族还这样生活过。 神山圣湖并不是终点， 接受平凡的自我， 但不放弃理想和信仰，
热爱生活， 我们， 都在路上。
当物质基础达到一定水平后， “生存” 不再成为人们的首要目标， “生活” 逐渐成为人们的诉求对

象。 而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又代表了人们彼此相异的生活状态、 习惯、 偏好， 甚至所处的社会阶层。
在影片 《冈仁波齐》 上映之初， 高瓴资本与清流资本的创始人便邀请创投圈的朋友们包场观看影

片， 并在朋友圈发文力挺。 在意见领袖的带动下， 整个创投圈作为 《冈仁波齐》 首轮观众的主力人群，
纷纷化身该片的 “自来水”， 加入到为该片 “摇旗呐喊” 的队伍之中。 事实上， 《冈仁波齐》 率先在创

投圈引爆口碑， 并非简单地得益于片方的人脉资源与营销手段， 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在英国

《金融时报》 ２０１４ 年一篇报道中， “一项针对中国最富有人群的调查显示， 这些人中信教者的比例高达

５０％， 其中三分之一宣称信仰佛教。” ［８］ 由此可见， 佛教成为越来越多成功人士的信仰追求以及生活方

式。 作为一部佛教题材影片， 《冈仁波齐》 自然受到这批受众的关注。 加之， 影片故事与金融、 创投人

士的自身经历之间存在一种强关联性， 这批观众往往会将自身的经历代入影片之中， 影片内含的价值

观得到他们的肯定与追捧， 也就不足为奇。 并且， 亲身观看影片进而亲力宣传影片， 也成为他们实践

这一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金融圈、 创投圈精英人士的推动下， 走进电影院观看 《冈仁波齐》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 已远非

简单的观影行为本身， 而是象征着一种精神文化层面的生活方式， 隐含着身份认同。 正如让·鲍德里

亚 （ Ｊｅａｎ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所揭示的 “消费意识形态” 那样， “变成消费对象的是能指本身， 而非产品； 消

费对象因为被结构化成一种代码而获得了权力” ［９］ ， “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 （使用价值） ———人们

总是把物 （从广义的角度） 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 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 或参考一个地

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１０］ 。 具体到影片 《冈仁波齐》， 正是在大批精英人士与意见领袖的话语建

构下， 影片获得了一种象征着生活方式、 文化格调与阶层身份的结构性意义。 中产阶层意图以此确立

自身生活方式中的品质感与优越感， 普通大众则希望通过这样的消费方式， 感受所谓的 “灵魂净化”
体验， 从而完成一种跨阶层的 “文化想象”。 所以， 在对这样一部小众化艺术电影予以支持的观众之

中， 有不少人的目的并非影片本身， 而是为了那由影片制造出来的能够满足其自身身份想象的符号

价值。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 《冈仁波齐》 是一部较为难得的兼具美学追求与文化影响的电影作品。 在美学上， 影片

极具艺术探索精神， 融合了公路片的类型叙事， 更新了少数民族电影的视角模式， 运用了纪录片的纪

实手法， 既有对空间奇观的跨地性建构， 也有对佛教精神的视觉化呈现， 一部影片就完成了叙事、 影

像、 表意等多重美学实验。 在文化上， 影片传递出一种更为多元、 开放的文化表达， 当然， 由于影片

本身相对纯粹、 质朴的文化倾向， 使之缺少了一定的文化批判与反思， 思想深度略显不足， 同时， 由

７８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５ 卷

该片引发的观影热潮还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深刻地折射出当下社会大众的文化心理。
尽管 《冈仁波齐》 的成功 （尤其是在市场方面） 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 但不妨碍它成为未来国产

艺术电影创作的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首先， 应坚持美学上的探索与创新， 可根据题材的不同， 适度

融入与之相契合的类型电影元素， 而借助类型电影的美学风格对其予以包装， 也成为越来越多国产艺

术电影的创作倾向； 其次， 应关注文化上的策略与表达， 艺术电影的故事多属小众， 《冈仁波齐》 又属

更加小众的少数民族电影， 如何通过小众话语中引发大众认同， 是国产艺术电影能否成功关键； 再次，
应增强影像本身的 “影院感”， 使其具备较强的视觉感与观赏性， 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提升艺术电影之

于普通观众的 “必看性”。① 此外， 基于国内电影市场日益显著的分众化趋势， 艺术电影已展现出较为

可观的发展空间， 在营销宣传方面应更多采用差异化思维， 对目标人群予以精准定位， 从而实现市场

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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